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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污染物修复目标值的制定是污染场地环境管理的重要环节，制定科学合理的修复目标值是能否实

现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关键。通过对比分析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修复目标值的内涵、制定技术

方法和决策管理机制，发现国内外关于土壤污染物修复的总体目标基本一致，即以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质

量作为总体控制要求；但对于具体场地的定量修复目标值，国内外在制定依据、制定方法、决策管理机制等方

面存在差异。我国主要在健康风险评估阶段，采用第一和第二层次风险评估方法确定修复目标值，而欧美国家

主要基于全过程风险管理的决策管理机制，结合土壤中污染物的形态归趋和迁移转化规律，采用不同层次的风

险评估，制定地块特征的修复目标值，保证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均达到可接受水平。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

污染地块环境管理实践，提出土壤污染物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优化的建议：1) 统筹考虑人体健康风险和环境风

险；2) 建立基于层次化、精细化的风险评估与修复目标值确定方法体系；3) 构建修复目标值动态适应性调整机

制；4) 形成污染地块全过程风险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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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业企业由于环境管理粗放，可能存在跑冒滴漏，导致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1]，进而对

人群健康和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2] 规定，经风险评估确认风

险超过可接受水平的污染地块，需开展治理与修复，并在工程完工后进行效果评估。修复目标值

作为污染修复终点，是确定修复范围和工程量的主要依据，也是修复效果的评估标准值，更是污

染地块环境管理的重要决策依据 [3-4]。因此，科学制定合理的修复目标值是污染地块实现可持续修

复的前提。

纵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污染地块环境管理体系，均综合考虑土壤污染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总体控制要求 [5-7]，根据具体地块情况和各利益方诉求分层次进

行风险评估制定修复目标值 [8-9]，修复目标值随概念模型研究的逐渐深化不断做动态适用性调整，

且实行全过程风险管理机制 [10]，保证修复目标值在地块全生命周期内的可行性。我国现已建立污

染场地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标准体系 [3-4,11]，修复目标值亦是依据健康风险评估方法，采用确定性模

型，基于污染物总量来确定 [1,12]，且实行的是把修复目标值作为固定评价限值的管理机制 [12]，未考

虑污染物在环境中赋存形态对暴露途径和毒性效应的影响，低估或高估了健康风险 [1,13]，影响了修

复目标值制定的合理性[13]，且难以应对复杂污染地块管理中不确定性挑战[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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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外修复目标值的内在含义、制定的技术方法和决策机制，研究我国污染地

块环境管理的管理需求，并提出统筹考虑人体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结合层次化与精细化风险评

估、动态优化和基于全过程风险管理的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体系，以期为我国污染场地土壤修复

目标值的科学合理制定提供借鉴。

 1    国外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体系

 1.1    修复目标值的内在含义

欧美发达国家针对污染地块修复终点提出了定性的修复目标和定量的修复目标值两层含义[5,15-17]。

修复目标是宏观层面的总体目标，是制定定量修复目标值的依据，包括两方面：一是控制土壤污

染对环境的影响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二是保障人体健康风险达到的致癌和非致癌效应可

接受水平。修复目标值是特定场地满足修复目标需达到的污染物含量限值，用于指导修复工程

实践。

 1.2    修复目标值制定技术方法体系

第一和第二层次风险评估因是基于污染物总量和确定性模型，未考虑污染物形态归趋，导致

计算结果过于保守，影响修复目标值的合理性。SMITH等 [18-19] 研究发现，基于土壤浓度和模型平

衡假设计算 VOCs风险的结果过于保守；ABREU等 [20] 开发了基于土壤气 VOCs浓度的风险评估模

型，以降低 VOCs风险评估的保守性。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对 VOCs污染地块采用了层次化风险

管理思路，相继发布了针对基于土壤气 VOCs浓度/挥发通量的调查与评估系列技术导则，包括土

壤气体采样技术、通量测试技术、样品分析标准方法、数据分析与评估方法等 [21-24]。RUBY等 [25] 研

究发现，基于土壤中污染物总量评估重金属和半挥发有机物风险的结果过于保守；WRAGG等 [26]

认为以生物有效性作为暴露剂量进行评估更符合客观实际。但由于动物试验周期长、成本高、结

果重现性差且存在伦理问题，RUBY等 [27] 和 WRAGG等 [28] 开发了体外模拟人体胃肠消化过程的可

给性测试方法。美国、德国等已发布土壤污染物人体可给性测试方法及验证评估的技术规范 [29-31]，

美国等发布了基于人体可给性的风险评估技术指南[32]。由于不同方法的可给性测试结果存在差异[33]，

WRAGG等 [28] 提出了体外可给性测试与动物试验结果对比的验证方法和有效性要求，以保证可给

性测试结果的适用性。风险评估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分布会导致评估结果过于保守，影响评估决

策的科学性 [34]，美国环境保护局 (US EPA) 对此提出了概率风险评估方法 [35]，将土壤污染物浓度分

布及人体暴露参数的不确定性纳入评估过程，采用蒙特卡洛等随机模拟方法计算参数不同取值情

景下对应的修复目标值，避免高估或低估风险。此外，英国提出了基于不同环境介质等效摄入量

的土壤中砷等污染物修复目标值的计算方法，如依据饮用水标准限值和人群暴露参数计算不同介

质的等效允许摄入量，以此为基础结合暴露情景确定土壤修复目标值，以平衡土壤与其他介质中

污染风险的控制水平[36]。国外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技术路径详见表 1。
欧美国家的研究和场地实践证明了层次化和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的可靠性，典型案例见表 2。

由表 2可见，随着风险评估层次的不断深入，评估结果的保守性逐渐降低，即修复目标值、风险

值有随评估层次的增加呈逐渐升高的趋势。采用层次化与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考虑污染物在土

壤中的形态归趋、生物有效性等因素影响，可避免基于污染物总量、确定性过程、参数的固定理

论值进行风险评估结果偏保守的问题，制定的修复目标值更符合地块客观实际情况[15]。

 1.3    修复目标值制定的决策机制

由于场地水文地质条件的非均质性和污染物形态归趋的复杂性，场地调查、风险评估以及修

复方案编制阶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影响了评估决策的可靠性 [12]。美国、英国等建立了基于全过

程风险管理的修复目标值制定决策机制，在风险评估、修复方案编制、修复实施等阶段，不断更

新场地概念模型，根据修复目标值的可行性与可达性，对修复工艺和修复目标值进行优化调整[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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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超级基金的管理体系为例  (见图 1) ，在调查评估阶段，根据基线风险评估、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  (applicable or relevant and appropriate requirements, ARARs) 和生态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初步

修复目标值  (preliminary remediation goals, PRGs) ，用于支撑修复方案的编制 [5]。在修复方案可行性

研究阶段，筛选最优修复方案，确定最优方案相应的修复目标 (remediation action objectives, RAOs) [39]。

在决策记录阶段，结合环境影响、技术经济可行性和利益相关方接受程度等因素，确定最终修复

目标值 (final cleanup levels) [40]。在修复实施过程中，针对存在难降解污染物且污染面积大、水文地

质条件复杂等情况的复杂地块，可根据修复过程的跟踪监测与实际效果评估，对修复工艺参数、

修复技术和修复目标值进行动态调整[12]，以保证总体修复目标的实现。

表 1    国外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技术路径

Table 1    Technical route of setting remediation target value for soil in contaminated sites

制定方法 技术路径 适用范围 适用污染物
各国应用情况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层次化 3个层次评估[6-9] 地块层次化的管理需求 所有污染物 √ √ √ √

精细化

基于土壤气VOCs实测浓度/挥发

通量[6-7,21-24]

优化基于土壤浓度和模型

平衡假设的评估结果
VOCs √ √ √ √

基于人体 (生物) 可给性[7,26,31-33] 优化基于污染物总量的评估结果
重金属、

多环芳烃
√ √ √ √

概率风险评估[35] 模型参数不确定性评估 所有污染物 √ ○ ○ ○

基于不同环境介质等效摄入量[36] 平衡土壤与其他介质中污染

风险的控制水平
砷等 ○ √ ○ ○

　　注：“√”表示发布了相关技术规范等，“○”表示尚未发布相关技术规范等。

表 2    国外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精细化风险评估典型案例

Table 2    International case study of refined risk assessment for contaminated sites

精细化评估方法 评估地块
关注污染

物
方法与参数

第三层次与第二层次

修复目标值的比值

基于土壤气VOCs实测浓

度/挥发通量

美国新泽西州皮卡汀尼

兵工厂[18] 三氯乙烯 基于土壤气VOCs实测浓度 1~3个数量级

美国加州汽油泄漏场地
[19]

苯
基于土壤气VOCs实测浓度和挥发通量，考虑生

物降解作用
3~5个数量级

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

家实验室场地[19] 三氯乙烯 基于土壤气VOCs实测浓度和挥发通量 2个数量级

基于人体 (生物) 可给性

美国俄勒冈州某铅锌冶

炼厂[27] 铅 PBET(physiologically based extraction test) 3.8

美国犹他州某铅锌冶炼

厂[27] 铅 PBET 4.5

英国11个煤制气厂[37] 多环芳烃
RIVM(rijksinstituut voor volksgezondheid en
milieu), SHIME(simulated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al ecosystem)
1.7~10.0

概率风险评估
意大利波维萨煤制气厂

[38]
苯系物 采用蒙特卡罗方法评估暴露参数的不确定性

1.1 (苯)
1.6 (甲苯)

基于不同环境介质等效

摄入量
英国土壤砷指导值[36] 砷 基于饮用水中砷等效摄入量

47.0 (住宅用地)
213.3 (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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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国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现状

 2.1    我国修复目标值制定技术标准体系现状

综合对比国内外修复目标值的内涵、制定流程和方法，我国对于定性修复目标的定义和欧美

国家总体一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条对土壤污染的定义涵盖了对人体健康

和环境造成的风险 [4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 682—2019)[42] 明确规定了

修复目标包括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受体。《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3—2019)  [11] 规定，具体地块修复目标值的制定主要依据健康风险评估结果，确定人体健康风险

达到可接受水平的土壤修复终点值。但未考虑土壤中污染物通过淋溶、挥发等作用向地下水、地

表水和空气等环境介质迁移的影响，未将环境风险的控制要求纳入修复目标值制定的决策因素，

在实践中出现“土壤健康风险可接受，其他介质环境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或“修复地块的异味

物质扩散影响相邻场地暴露人群”等现象 [12,43]，可见，仅考虑健康风险难以保证总体修复目标的

实现。

对于健康风险的修复目标值，我国和欧美等国均是采用基于风险管理的制定思路，将风险评

估模型计算的风险控制值作为主要参考值，综合筛选值和管制值标准、地块背景含量等，确定修

复目标值 [3,11]。但国家现行风险评估技术导则采用基于污染物总量、确定性过程、部分评估参数为

固定理论值的方法 [44]，未考虑污染物在土壤中的形态归趋对暴露途径、毒性和人体  (生物) 可给性

的影响 [1,13]，未明确采用层次化和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仅约 2%的地块采用

了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制定修复目标值，实践中大多直接把筛选值或使用导则推荐公式和参数推

 

图 1    美国超级基金管理体系的修复目标值制定决策机制 [12,39-40]

Fig. 1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of remediation target value establishing process for Superfund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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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风险控制值 (基本等于筛选值) 作为修复目标值，存在评估结果过于保守的情况 [1,13]，导致过度

修复和经济的浪费。目前，仅北京市地方技术导则 (DB 11/T 656—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与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45]，明确规定了基于污染物形态归趋的层次化与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

的应用。

 2.2    我国层次化和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研究与应用

针对我国风险评估存在的问题，国内学者开展了层次化和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基于土壤气 VOCs实测浓度和挥发通量的风险评估方法研究。姜林等 [46] 和 MA等 [47] 均开展

了基于土壤气 VOCs浓度的风险评估方法研究，李卫东等 [48] 开展了基于土壤气挥发通量的风险评

估方法研究。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土壤气 VOCs实测浓度和挥发通量的风险评估结果更为客

观，比传统基于土壤浓度和模型假设计算的风险低 1~3个数量级；挥发通量对于评估一定区域的

整体风险水平更加稳定，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基于土壤浓度采用模型计算带来的偶然性结果，但

通量测试应充分考虑时间 -空间波动性影响，优化测试方法保证测试结果的时空代表性。

ZHANG等 [49-50] 提出适用于我国居住建筑结构特征的 VOCs一维衰减源模型  (SD模型 ) 和 J&E-
DED(Johnson & Ettinger-dual equilibrium desorption)模型，与现有模型相比提高了计算结果的精确度。

2) 基于人体 (生物) 可给性的风险评估方法研究。范婧婧等 [51-53] 针对钢铁、冶炼等行业污染地

块土壤中重金属和多环芳烃，根据人体可给性的测试结果确定修复目标值，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基

于污染物总量的风险评估结果过于保守的问题。LI等 [33] 综合分析了国内外研究中重金属的体外人

体可给性测试与动物试验生物有效性之间的相关关系，验证了体外人体可给性测试方法的适用性。

3) 概率风险评估方法研究。XIA等 [54-55] 采用概率风险评估方法，量化了暴露参数、土壤理化

性质参数等不确定性因素对健康风险水平的影响，优化了风险评估结果和修复目标值，相比于传

统确定性风险评估方法更加客观。

4) 层次化多证据风险评估方法研究。陈卓等 [44]、ZHONG等 [56] 和 JIANG等 [57] 针对汞、镍等污

染地块，提出了基于土壤污染物形态归趋-有效剂量-健康效应的精细化风险评估技术框架，提出了

结合污染物形态、人体  (生物 ) 可给性和概率风险评估等多证据的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

ACCORNERO等 [58] 提出了利用概率分析和地统计学方法确定地块污染物的背景水平，作为重金属

修复目标值制定的参考依据。

5) 基于地下水环境保护的土壤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研究。陈梦舫等 [59] 和刘鹏超等 [60] 提出了基

于保护地下水环境的风险评估模拟方法。

目前国内已开展了层次化与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的场地应用实践。由表 3可见，采用精细化

风险评估方法制定的修复目标值相比第二层次计算结果提高了 1~3个数量级，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现有评估方法过于保守的问题；同时发现，修复目标值制定结果不仅取决于地块特征条件、暴露

情景、污染物及其赋存形态、风险评估层次等因素，还受到测试方法与评估模型等影响。国内实

践案例中存在可给性测试方法与评估模型不统一、概率分布类型与取值不一致，以及缺乏有效性

评价方法等情况。由于不同的测试方法与评估模型得到的结果通常并不完全一致 [33]，需要建立标

准化、重复性好的方法体系。国家层面尚未发布土壤气/挥发通量的采样技术与检测方法 [61]、土壤

污染物人体可给性检测方法、概率风险评估方法，以及数据分析与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技术规范，

精细化风险评估方法的大规模推广应用仍受到一定限制。

 2.3    我国修复目标值制定的决策机制

复杂污染场地调查、评估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10,12]，可能导致修复目标值不具有技术经济

可行性或修复技术应用效果存在局限性，无法达到修复目标值要求的客观情况。相比美、英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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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污染场地动态适应性管理框架，我国采用修复目标值作为固定评价限值的线性化管理方

法，缺少修复工艺参数、修复技术和修复目标值的动态调整机制，难以应对复杂污染场地不确定

性的挑战[1,12]，详见图 2。

表 3    国内污染地块土壤污染精细化风险评估典型案例

Table 3    Domestic case study of refined risk assessment for contaminated sites

精细化评估方法 评估地块 关注污染物 方法与参数
第三层次与第二层次

修复目标值的比值

基于土壤气

VOCs实测

浓度/挥发通量

江苏某化工厂[48] 氯代烃
J&E-DED模型 (基于土壤浓度) 1~3个数量级

基于土壤气挥发通量 2.1

北京某焦化厂[46] 苯 J&E模型 (基于土壤气实测浓度) 10.0

基于人体 (生物)
可给性

黑龙江某氯碱企业[44] 汞 PBET 7.5

北京某焦化厂等4个地块[51] 多环芳烃 DIN(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

23.9~83.5 (地块BJ)
14.5~18.2 (地块SD)
7.3~8.9 (地块BG)
2.0 (地块DL)

湖南某冶炼厂[52] 砷、镉、铜、

铅、锌
PBET

IVG(in vitro gastrointesinal method)

1.2~1.8 (砷)
1.4~1.7 (镉)
1.3~1.7 (铜)
1.0~1.1 (铅)
1.2~1.4 (锌)

天津某制药厂[56] 镍
UBM(the unified bioaccessibility method),
IBM(inhalation bioaccessibility method)

3.0

概率风险评估 北京某焦化厂[54] 苯系物、

多环芳烃

蒙特卡罗方法评估暴露参数与理化性质参数的

不确定性

1.9 (萘)
2.4 (苯并[a]芘)

 

图 2    我国污染地块管理体系的修复目标值制定决策机制

Fig. 2    Decision making mechanism of remediation target value establishing process for contaminated sit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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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修复实施和效果评估阶段，基于风险的管理思路未得到充分体现，尚缺乏污染土壤

修复极限的判定方法，也未建立修复过程中间产物和残留污染物的风险评估方法 [4]，这就使得修复

目标值动态优化调整缺少依据。应结合污染物-途径-受体的关系，不断更新概念模型，客观评价土

壤污染的健康风险和环境风险，通过修复目标值制定、调整和效果评价等环节落实基于风险的管

理思路，形成贯穿污染地块环境管理全过程的可持续风险管理机制。

 3    经验与启示

我国污染地块修复工作由最初地块再开发利用的经济利益驱动，发展为地块再开发与环保督

查的经济、政策双重驱动，并将逐渐转变为在产企业防范环境管理风险的内在驱动，绿色可持续

修复的实际需求日益增长，也对修复目标值科学合理制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我国国情，选

择借鉴吸收国外制定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决策机制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污染地

块可持续修复的发展进程  (见图 3) 。针对不同污染规模和污染复杂程度，在保障地块潜在暴露人

群健康和周边环境安全的前提下，考虑污染物的形态归趋，选择采用层次化和精细化风险评估方

法，制定地块特征的修复目标值，并采用动态适应性调整机制和全过程的风险管理思路，保证总

体修复目标的实现，可有力推动绿色可持续修复的发展。

另外，由于国内外不同区域土壤、气候、水文、地质等自然条件特点，人群的生活方式、生

活习惯和体貌特征 [1]、居住建筑结构 [48] 等方面的差异，需对国外的精细化风险评估模型和参数开

展适用性分析和本土化研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优化调整，以保证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的适用性

和有效性。

 4    结语

1)污染地块土壤修复目标值的制定应以防止对潜在暴露人群和周边环境敏感目标产生不利影

响为目的，统筹考虑潜在暴露人群的健康风险和地块对周边敏感目标的环境风险。

 

图 3    国外污染地块修复目标值制定技术路径对我国的借鉴

Fig. 3    Lessons from foreign technical route of developing remediation targe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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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我国人群暴露特点和土地利用方式，进一步开展基于土壤中污染物形态归趋和迁移转

化的精细化风险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形成采样技术、检测方法、评估方法与质量控制措施等系

列技术规范，建立基于层次化、精细化风险评估的修复目标值制定方法体系。

3)充分考虑场地水文地质条件的非均质性和污染物形态归趋的复杂性、风险评估模型与参数

的不确定性，以及修复技术的局限性等因素，在保障总体修复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构建修复目标

值动态适应性调整机制。

4)以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风险可接受为总体目标，将风险管理作为地块环境管理决策依据，

并贯穿于污染地块管理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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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ment of soil remediation target values (SRTVs)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ontaminated sites
management, and reasonable remediation target values are the basis for supporting sustainable site remediation
decisions. In this study, the definitions, methodologies and decision mechanisms for developing SRTVs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Canada  and  Australia  were  scrutinized  and
address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definitions of remediation goals were generally identical between countries as
well as domestic and abroad. Protection of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was usually the remediation
objectives. However, there were dissimilarities in developing quantitative target values for specific sites in terms
of  scientific  and  management  basis,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determination  mechanisms.  In  China,  SRTVs
were developed in tier  1 and tier  2 phases of risk assessment for human health.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SRTV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volved  a  whole  process  of  risk  management.  The  fate  and  transport  of  soil
contaminants  and  their  speciations  would  be  considered  and  multi-tiers  of  risk  assessment  were  performed  to
develop SRTVs in specific sites. Both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should be warranted and acceptable
risk  obtained.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onsidering  to  the  practical  aspects  of
China  in  contaminated  sites  management,  some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SRTVs  in  specific
sites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1)  A  full  consideration  of  both  health  risk  and  environmental  risk  in  the
development  of  SRTVs,  (2)  tiered  and  refined  risk  assessment  approaches  should  be  used,  (3)  the  adoptive
adjustment strateg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developing and refining SRTVs, and (4) a risk management concept
should be included and applied throughout the entire remediation process.
Keywords      contaminated  sites;  remediation  target  value;  refined  risk  assessment;  adoptive  adjust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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